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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人类活动对浙江全新世植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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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新世人类活动逐渐增强，其对自然植被的干扰和改造也逐渐加深，在部分地区已然成

为引起植被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考古结果证实，浙江地区在过去10 ka存在连续的文化

序列，但全新世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尚不明确。本文收集、整理了浙江地区

共40个样点的全新世孢粉记录，按照有无史前文化的发生将其分为遗址、遗址周边和自然3类

数据，利用RRatepol程序包计算了各个样点的植被变化速率（RoC)，同时使用孢粉生物群区化

方法（Biomisation）重建了古植被变化过程。结果显示，在文化遗址，全新世RoC变化幅度较大

且波动频繁，9.0—3.0 cal ka BP期间整体呈增加趋势；遗址周边的RoC变化幅度介于遗址和自

然点位之间，在3.0 cal ka BP之后呈现迅速增加；自然点的RoC变幅最小且较为稳定，在2.0 cal

ka BP后才出现明显升高。全新世期间人类活动引起的局部植被变化速率可能是自然植被变

化的 2~3倍，并且在 3.0 cal ka BP后，人类活动对浙江古植被影响的空间范围开始明显扩张。

人类活动导致的植被变化与自然植被变化存在一定的背离，新石器时代毁林开荒和种植农业

的发展导致了浙江地区植被景观的破碎化。遗址点的生物群区停留时间明显低于遗址周边及

自然点，说明全新世人类活动加速了区域植被成分变化的同时，也导致植被生态系统的弹性和

恢复力显著降低。在浙江地区以孢粉进行的气候重建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践中面临的

植被保护和恢复问题，必须考虑长期的人类干扰历史以及植被变化历史格局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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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全球变化已经引起了地球表层环境的巨变，而人类活动及其引起的气候环境改
变已经并将持续地造成陆地植被生态系统的变化，包括植被类型、植被成分和植物多样
性变化等[1-2]。在现代全球变化背景下，以及中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保护自然
植被，恢复植被以及植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社会和科
学团体关注的热点。一方面，人类活动导致的植被成分变化，改变了自然植被生态系统
对自然气候变率的响应，这为利用过去植被代用指标重建历史时期的气候环境变化过程
增加了难度，同时也给认识气候变化规律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幅度和方向增加了较大的不
确定性。另一方面，现今的植被格局是在长期气候压力和人类活动干扰下形成的，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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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植被变化过程的认识是理解现代植被分布格局、植被成分以及动态变化的要求，同时
也是现代植被保护工作的前提以及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有助于对未来植被恢
复、发展方向的预测。

全新世期间，人类文明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加深，
人类活动对自然植被的影响、改造在部分地区远远超过了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甚至成
为植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长期的人类活动导致自然植被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新
石器时代晚期，低海拔人类集聚区出现了城市植被、农业植被等景观，即使在偏远的山
区，人类活动引起的植被变化也开始凸显。从全球尺度来看，Ellis等[3]基于人口、土地利
用类型、土地覆被等信息，归纳了18种人为生物群区景观，并指出现代全球75%的陆地
均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为还原全新世植被的变化过程，国内外学者以孢粉等指标进
行了大量的古植被以及古土地覆被的重建工作，为评估人类活动对植被生态系统的影
响，理解现代植被分布格局、植被成分以及动态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在植被
变化过程中如何区分人类活动和自然气候变化的贡献组分，量化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
强度及时空范围，却是古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4]。

伴人植物（杂草和栽培作物）花粉是理想的人类活动指示体[5]，也是记录人类活动对
自然植被改造的直接证据。人类活动的孢粉指示体研究在欧洲最为详尽，如森林地区乔
木花粉减少，伴随着喜氮植物豚草（Ambrosia）、车前（Plantago）、酸模（Rumex）等的
增加，指示了定居地或者畜牧业的扩张；谷物花粉的高含量出现则是种植业存在的直接
证据。中国一些学者以谷物花粉以及大禾（禾本科粒径大于35 µm）作为农业存在的证
据；在非农业区，全新世人类活动的发生总是伴随着常绿乔木树种花粉的减少、次生松
属（Pinus）和桤木（Alnus）花粉的增多等。但是只依靠判断特定孢粉类群含量的增减，
并不能准确反映人类干扰对植被造成的影响[6]，甚至在某些地区无法检测到人类活动的存
在[7]。以全球孢粉数据为基础，Mottl等[8]通过计算植被变化速率，认为4.6 ka以来植被变
化加速主要是人类活动导致，但是其强调高植被变率的方法可能夸大了部分地区的变化
速度和幅度，即使如此，其结果中对中国东部地区的植被变化速率估计存在明显滞后。
在中国中东部地区，随着全新世早期种植业的发展，毁林开荒活动就已经存在并逐渐扩
张[9]。从约7.0 ka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将森林景观转变为更开放的植被，而从全新世中期到
晚全新世开放植被显著增加（或改变其特征/组成） [10]。华南沿海地区稻作农业发展受到
宜耕土地面积的制约，晚全新世河流三角洲的快速扩张是水稻面积扩张的主要原因[11]，
而稻作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区域森林覆盖率降低[12]。显然，全新世时期的人类活动对植被
的影响强度和范围明显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如自然气候事件往往导致文化中断或衰
退[13-14]，但长期的人类活动改变了中国东部地区植被类型和组成已是不争的事实。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在全新世期间接连有数个新石器文化更替[15]，如上山文化
（11.4—8.6 cal ka BP）、跨湖桥文化（8.2—7.5 cal ka BP）、河姆渡文化（7.0—5.3 cal ka
BP）、马家浜文化 （7.0—5.9 cal ka BP）、崧泽文化 （5.9—5.3 cal ka BP） 和良渚文化
（5.3—4.3 cal ka BP）等。连续存在的史前文化，意味着长期的人地关系冲突。近年来，
许多学者以孢粉、植硅体等代用指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依然有一些问题待解决，
如研究结果缺乏横向对比，全新世区域植被变化的时空动态不明确，以及无法量化人类
活动对植被的影响等。基于此，本文收集整理了浙江地区共40条孢粉记录，通过计算植
被变化速率和重建古植被格局，讨论浙江地区全新世植被变化的时空动态，并量化人类
活动对区域植被变化的影响，以期为认识全新世区域人地关系的演变提供新的见解，同
时也为现代植被保护等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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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收集和处理
利用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等学术引擎，以“浙江”

“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孢
粉”“钻孔”等中英文关键词进行组合搜索，检索发表时间为 2006—2021年文献，获得
钻孔记录共63条。剔除非孢粉记录4条，无效测年记录8条，孢粉类群少于10种或孢粉
图谱无法辨认的记录9条，时间跨度小于0.5 ka的记录1条，海相钻孔1条，最终保留有
效孢粉记录共40条（图1、附表）。其中11条为原始孢粉记录，包括已发表数据和经联系
原作者获得的数据，其余记录则利用STRADITIZE软件[16]对孢粉图谱进行数值化，并对
数值化的孢粉数据进行确认检查。

依据已发表的中国现代花粉数据集[17]，对 40条记录中的孢粉类群名称进行标准化
（其中伞形科Umbelliferae更正为Apiaceae，菊科Compositae更正为Asteraceae，十字花科
Cruciferae 更正为 Brassicaceae，豆科 Leguminosae 更正为 Fabaceae，禾本科 Gramineae 更
正为Poaceae）。对于组合孢粉类群，则按照孢粉首字母顺序进行统一，例如，云杉属和

冷杉属Picea+Abies统一为Abies+Picea。因钻孔中的禾本科包括大禾（粒径大于 35 µm）

和小禾（粒径小于35 µm），在此，本文对同一钻孔内的禾本科花粉进行了加和处理。

图1 浙江省孢粉研究点分布
Fig. 1 Pollen record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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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孢粉记录中，孢粉的百分比含量系以不同标准计算，为进行不同钻孔间的对

比，本文采用统一的计算规则对孢粉百分比进行重计算。陆生植物花粉的百分比含量以

陆生植物花粉的总数作为基数，水生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的百分比含量则以孢粉总

数作为分母计算。其中，莎草科（Cyperaceae）和毛茛科（Ranunculaceae）作为水生/湿

生植物，不加入陆生植物花粉百分比的计算。由于多数孢粉记录为数值化数据，若原始

文献中孢粉百分比含量计算规则与本文一致，则使用原文中数值化数据。最终，对不符

合标准的24条孢粉记录进行百分比含量的重新计算。

利用R软件的 rbacon 2.5.8程序[18]对40条孢粉记录重新进行了年代模型的构建。本文

尊重了原始文献对钻孔/剖面的岩芯判断、对测年数据的选择以及对沉积间断的描述，并

为没有人为扰动的泥炭、湖泊钻孔顶部添加了采样年份作为年代控制点。傅家山遗址钻

孔FJS、鱼山遗址YST0410W和YS160、芦家桥遗址钻孔LJQ的原始记录中明确指出了沉

积间断的存在，对应的风暴沉积层位在构建年代模型中予以剔除。对测年材料为贝壳或

海相地层的年代使用Marine20进行校准，其他 14C测年则使用 IntCal20进行校准，OSL测

年和人为添加的年代控制点则不进行校准。在年代模型重构的过程中，对碳库年代以及

沉积间断进行了处理。使用Bacon输出了1000次年代插值结果作为植被变化速率（Rate-

of-Change, RoC）计算的年代误差，并采用样品深度的平均年代进行后续计算和讨论。

按照有无史前文化的发生，将 40条孢粉记录分为遗址、周边和自然 3种数据类型。

遗址孢粉记录为原始文献中有明确提及史前人类活动的证据，如史前文物等，一般在考

古遗址内取样获得的孢粉数据。新石器先民活动的范围，在前人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统

一，但普遍认为史前人类活动已经影响了遗址周围3 km范围内的植被变化[19-20]，故周边

孢粉记录定义为，在钻孔中并没有人类活动的直接证据，地理位置距离考古遗址点3 km

以内，且孢粉的变化能够体现一定的人类干扰，如稻属禾本科、栎属（Quercus）、松属

和炭屑等含量的异常波动。自然孢粉记录则定义为，在钻孔中没有人类活动的证据，地

理位置距离考古遗址点3 km以上，且孢粉组合的变化在新石器时期不能反映人类活动的

存在。判断的标准是，伴人花粉无明显增多、总乔木花粉含量波动变化幅度较小、次生

干扰物种如松属、芒萁属（Dicranopteris）等没有持续增加等。

2.2 植被变化速率计算

运用R软件的RRatepol包[21]计算了各个孢粉记录的植被变化速率。植被变化速率是

单位时间内植被成分的差异，反映了植被自然演替以及外界干扰的响应过程，包括自然

气候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等引起的变化。地层花粉数据能够反映植被的变化过

程[22]，但是其蕴含的变化速率却受到沉积速率以及样品分辨率的直接影响。在此，本文

采用了 RRatepol 内置的“Moving window”即滑动时间窗口法，将单位时间的长度统

一，以时间加权平均对数据进行了滑动平均，同样将样品的年代不确定性输入模型计

算，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样品密度和沉积速率变化等造成的误差，从而获得真实无偏的

RoC值。在计算过程中，采用了 400 a作为时间窗口，计算各区间的“Bray-Curtis”距

离，并进行随机的10000次运算得到每个样点的RoC变化区间和均值。对所有钻孔采用

同样的参数进行运算，以满足不同钻孔结果的对比。最终得出的RoCs，按照遗址、周边

和自然3类分别进行系统集成平均，获得遗址点、周边点和自然点的RoC值。
2.3 生物群区化

Biomisation是一种利用花粉数据定量重建生物群区的一种标准化方法，特点是能够
快速且直观的呈现不同时空尺度上古植被分布格局的变化[23]。本文采用倪健等[24]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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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群区方案，选取陆生植物花粉输入Biomisation，以0.5%作为阈值，不对花粉类
群加权处理。计算结果中包括 10种生物群区类型。分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Temperate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 TEDF）、寒温带针阔混交林（Cool-temperate needle-leaved
and broad- leaved mixed forest, CLMF）、寒温带常绿森林 （Cold- temperate evergreen
forest, CTEF）、暖温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Warm-temperat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WTEF）、高山灌丛 （Alpine Shrubland, APSH）、温带草原 （Temperate grassland,
TEGR）、温带荒漠（Temperate desert, TEDE）、高山荒漠（Alpine desert, APDE）、高山
草原（Alpine grassland, APGR）、高山苔原（Alpine tundra, APTU）。因采用中国生物群
区方案，并且研究区涉及到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植被过程，导致Biomisation结果中部分
生物群区可能并不适用于浙江地区全新世植被变化。对此，采用结合孢粉数据进行专家
判断的方法，人工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性生物群区。同时为更清晰地展现各生物群
区的宏观变化特征，将相同生物气候带的生物群区归并至6大类：温带落叶阔叶林归并
至温带森林（Temperate forest, TF）、寒温带针阔混交林和寒温带常绿森林归并至寒温带
森林（Cold-temperate forest, CTF）、暖温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归并至暖温带（亚热
带）森林（Warm-temperate forest, WTF）、高山灌丛归并至灌丛（Shrubland, SH）、温带
草原和温带荒漠归并至偏温性草地（Warmer grassland, WG）、高山荒漠、高山草原和高
山苔原归并至偏冷性草地（Cooler grassland, CG）。

为探讨植被本身的稳定性和弹性，本文统计了各记录在全新世期间的生物群区转变
次数和停留时间。生物群区的转变次数定义为在同一记录中某一时间段内不同生物群区
发生转变的次数，若未发生转变，则记该生物群区转向其本身一次；停留时间指生物群
区在某一时间段中保持相同状态的时间[25]。但由于生物群区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时间区间
内，无法确定转变发生的准确时间，而时间区间的中点可看作是生物群区转变时间的平
均估算，故本文使用发生生物群区转变的相邻样本之间的区间中点来计算生物群区在每
个花粉记录内的停留时间。转变次数以弦图展示，停留时间与显著性检验结果以箱型图
展示，并使用R软件对遗址、周边和自然的停留时间进行显著性检验。

3 结果

3.1 样点信息统计
孢粉记录中共包含 19个遗址类记录、11个周边类记录和 10个自然类记录，来自于

10个遗址点或者遗址剖面、17个陆地或三角洲钻孔、8个湖相或河流相钻孔、5个泥炭剖
面。原始文献发表时间均为 2006—2021年，其中 2015年及之后发表的研究有 20条，占
比为50%。遗址记录中有2条记录记载了跨湖桥文化，有12条记录记载了河姆渡文化，9
条记录了良渚文化，其中部分遗址连续发生了数个文化的更替，如鱼山遗址T0213、何
家遗址T0103、下王渡T0602等。绝大多数孢粉记录点分布的海拔高度低于25 m，仅有5
条自然记录点的海拔高于900 m。海侵对浙江全新世植被的影响不可忽视，有21条孢粉
记录描述了海侵事件的发生，其中有13条为遗址类别。

在40条记录中共收集有效测年数据237个，含225个AMS 14C年代以及12个OSL测
年，平均每个记录的测年数量为6个。构建的年龄—深度模型中，最长的时间跨度贯穿
整个全新世，最短的则跨越了0.8 ka。遗址点记录的年代跨度范围为16.0—1.0 cal ka BP，
平均年代跨度为3.5 ka；遗址周边记录的年代跨度范围为0.4—15.0 cal ka BP，平均年代跨
度为6.0 ka；自然样点记录的年代跨度范围为30.0—0 cal ka BP，平均年代跨度为13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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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收集的孢粉研究记录中，共鉴定样品2692件，平均每个记录点为67件。其中，
12.0—9.0 cal ka BP统计了 190件孢粉样品，9.0—6.0 cal ka BP统计了 879件孢粉样品，
6.0—4.0 cal ka BP统计了884件样品，4.0—2.0 cal ka BP统计了294件孢粉样品，2.0—0
cal ka BP统计了197件孢粉样品，共记录孢粉类群206个，分属于103科和147属。总体
上，浙江全新世孢粉组成以乔木类群松属、栎属、桦木属（Betula）、榆属（Ulmus）、鹅
耳 枥 属 （Carpinus）、 桤 木 属 、 锥 属 （Castanopsis）、 铁 杉 属 （Tsuga）、 栗 属
（Castanea）、枫香树属（Liquidambar）和青冈属（Cyclobalanopsis），草本植物禾本科、
蒿属（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菊科、唇形科（Lamiaceae）和十字花科等
为主，蕨类植物以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为主。在全新世初期，各点记录的孢粉变
化较为一致，草本植物和针叶乔木的花粉浓度逐渐降低，而喜暖的阔叶植物花粉含量上
升。进入全新世中期后，遗址点与自然点的孢粉组合明显分化，自然地区的乔木花粉占
比明显上升，其中常绿栎属和水青冈属等含量增加的趋势最为明显，而遗址地区的草本
植物占比远大于自然地区，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特征是在6.0 cal ka BP之后，禾本科花
粉的含量普遍增加。3.0 cal ka BP 后，自然点的孢粉组合中也出现了较多的禾本科花
粉，且含量不断增加，乔木花粉的含量则迅速减少。
3.2 植被变化速率

遗址、周边和自然点的 RoC 值见图 2。遗址点的 RoC 波动最为剧烈，均值为
0.0361，集成平均后的变化区间为 0.0045~0.062。其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别为
12.0—9.0 cal ka BP各孢粉记录的RoC波动平缓；9.0—5.8 cal ka BP期间RoC逐渐上升，
其中TLS1402钻孔的RoC值在 7.8 cal ka BP达到峰值，傅家山遗址剖面、HMD1501钻
孔、HMD1502 钻孔、HMD 钻孔、田螺山 T1041 剖面和芦家桥钻孔等的 ROC 皆在 6.0
cal ka BP左右达到峰值；5.8—5.3 cal ka BP期间RoC波动降低，多数孢粉记录的RoC都
在此时间段呈现出下降趋势；5.3—4.0 cal ka BP 期间 RoC 快速回升，田螺山 T1041 剖
面、YS160 钻孔、茅山水田钻孔、LZN 剖面和 LZW 剖面等的 RoC 都位于高值区间；
4.0—1.4 cal ka BP期间RoC继续下降至最低值，并且该阶段的孢粉记录数量较少。

周边点的RoC较遗址点平缓，均值为0.0297，集成平均后变化区间介于0.015~0.079
之间。在 12.0—9.0 cal ka BP期间RoC总体较为平稳；在 9.0—7.8 cal ka BP期间RoC波
动增加，其中北湖桥钻孔、姚江 1503钻孔和白马湖钻孔的RoC增加趋势较为明显；在
7.8—3.0 cal ka BP期间RoC表现出明显的阶段型变化特征，如5.5—6.3 cal ka BP高值区
和 4.3—3.0 cal ka BP波动降低，以及 7.8 cal ka BP和 5.5 cal ka BP前后的迅速降低，均
较为明显；3.0 cal ka BP后RoC降低趋势得到扭转，随后开始迅速增加，RoC值超过了
遗址点并于1.0 cal ka BP左右达到峰值。

自然点的RoC变化最为稳定，平均值为 0.0159，变化区间为 0.0059~0.027。总体而
言，自然点的RoC在 3.0 cal ka BP前非常稳定，但从 2.5 cal ka BP起，RoC开始表现出
明显的增加趋势。
3.3 古植被格局变化

12 cal ka BP至今共重建生物群区2444个，其中暖温带森林出现1348次、温带森林
789次、寒温带森林30次、灌丛83次、偏冷性草地167次、偏温性草地27次。自然点在
全新世早期发育温带森林与草地镶嵌分布的景观，至中全新世温带森林逐渐转变为常绿
阔叶森林，至晚全新世常绿成分下降，并且在3.0 cal ka BP以后，灌木丛和草地群落频
繁出现与切换。遗址及周边点的植被变化较复杂，在全新世中期草地群落就已经开始出
现，且随后草地群落出现的频次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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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40条孢粉记录各个生物群区发生转变的次数发现：由暖温带森林转变为其他生
物群区157次，未发生转变7次；由温带森林转变为其他生物群区136次，未发生转变4
次；由寒温带森林转变为其他生物群区3次；由灌丛转变为其他生物群区31次；由偏冷
性草地转变为其他生物群区81次；由偏温性草地转变为其他生物群区23次。而由其他生
物群区转变为暖温带森林155次，转变为温带森林130次，转变为寒温带森林2次，转变
为灌丛31次，转变为偏冷性草地90次，转变为偏温性草地22次。

遗址、周边和自然点生物群区的转变次数（图 3）表明，遗址点的生物群区转变明
显复杂于周边点和自然点，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草地景观的转变次数占比大。自然点的孢

图2 遗址、周边和自然点的植被变化速率
Fig. 2 Vegetation change rat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peripheral and natur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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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记录平均年代跨度较长，记录了全新世初期的寒温带森林群落的转变，且群落之间的
相互转变次数较为均匀。周边点生物群区的转变特征是暖温带森林与温带森林之间的相
互转变占了绝大部分，但草地群落和灌丛群落也频繁发生变更。

遗址、周边和自然孢粉记录的生物群区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图4）。遗址、周
边和自然点的生物群区停留时间中位数分别为71 a、104.5 a和481.5 a，遗址和周边的生
物群区停留时间相较自然点呈现碎片化，其数量更多，时间更短。

4 讨论

本文依据孢粉分析记录的位置，将研究点分为4类，分别是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

然点和受到直接或间接人类活动影响的遗址及周边点。自然点的植被变化在早—中全新

世总体较为稳定。在全新世初期，气候由寒冷干燥变得温凉湿润[26]，各点记录的陆生草

本和湿生草本的花粉浓度皆有所下降，而乔灌木花粉含量上升，森林植被逐渐恢复，同

时在部分山地发育的寒温带森林群落逐渐向着温带和暖温带森林转变（图5a）。在9.0—

2.0 cal ka BP期间，自然点的植被演替主要为森林群落间的相互转变，暖温带森林群落

注：CTF为寒温带森林，TF为温带森林，WTF为暖温带森林，SH为灌木丛，CG为偏冷性草地，WG为偏温性草地；不同

的颜色表示了不同的生物群区；箭头代表了转变的方向，箭身粗细则代表了所示转变方向上发生的相对频次。

图3 浙江全新世生物群区转变
Fig. 3 Holocene biome shifts i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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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优势地位；2.0 cal ka BP以后，自然点的生物群区多样性增加，且变化格局更为复

杂，灌丛和偏冷型草地植被占了较大比例。进一步细分自然点的植被变化，可依据地理

位置分为高海拔山区和平原地区。

高海拔地区的植被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9.0—5.0 cal ka BP，气候温暖湿润，高海拔

山区发育了以常绿栎、锥属和栗属为优势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中含有少量温带森林

成分；5.0—3.0 cal ka BP，山区开始发育沼泽环境[27]，水生植物如莎草科等快速生长，常

绿栎和锥属等乔木含量下降，但整体的植被景观仍是含温带落叶成分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2.0—1.0 cal ka BP，常绿阔叶林的覆盖率开始大幅下降，松属花粉含量明显增加，同

时耐旱的陆生草本含量上升，景观开放程度增加，指示了人类活动的存在[28]；1.0 cal ka

BP至今，乔木植物占比进一步下降，具栽培指示意义的禾本科含量上升[29]，表明种植业的

影响已经在高海拔地区存在。平原地区的植被变化阶段大致对应了全新世的不同时期：

在早全新世，由于气候变化及海面波动的影响，浙江的平原区发育了以针叶林为主的针

阔混交林[30]，景观开放程度较高；在中全新世随着降水和温度的进一步增加，同时海水

侵入了浙江腹地，尚未被海水淹没的地区发育了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的植被类型，乔木的

含量占绝对的优势，景观开放程度低。到了晚全新世，平原地区的植被变化与高海拔山

区类似，常绿乔木成分大幅下降，而次生树种和伴人植物种的含量上升[31]。

与自然地区植被变化不同的是，遗址和周边地区的植被变化不仅响应自然条件的改

变，还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活动导致的植被变化主要表现为，原生森林植被的破坏

以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属种、谷物类植物花粉的增加[19]，和伴人杂草类植

物花粉的增加等。遗址点的植被转变模式在9.0—3.0 cal ka BP期间最为丰富，在早期新

石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32]，遗址区全新世早期发育的以松林、栎属等为主的森林植被逐

渐减少，次生灌木和草地植被增加，景观开放程度增加（图 5b、5e）。3.0 cal ka BP以

后，遗址植被变化相对简单，而周边点的植被变化突然丰富（图5i、5k），景观开放程度

达到了全新世以来的最高值。

注：标有不同字母的箱型图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P<0.005。

图4 生物群区停留时间
Fig. 4 Residence time of bi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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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TF为寒温带森林，TF为温带森林，WTF为暖温带森林，SH为灌木丛，CG为偏冷性草地，WG为偏温性草地。

图5 遗址、周边和自然点不同时间段的生物群区转变
Fig. 5 Biome shifts at different periods in archaeological, peripheral and natur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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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浙江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对遗址及周边植被的改造与利用
浙江地区是中国稻作文明的起源之一，在全新世早期，上山遗址已经发现了稻作农

业存在的直接证据[33]，意味着人类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告别穴居生活，拓展生活区
域，同时对自然植被的影响强度也开始增加[9, 34]。上山遗址探方的孢粉分析显示，上山文
化晚期存在禾本科（< 38 µm）增加以及乔灌木花粉减少的现象[35]，可能指示了人类活动
对植被的影响。虽然现已经发现并挖掘了23个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址点，但主要集中在金
衢盆地以及曹娥江上游，大多数考古点中并没有发表可用的孢粉序列，故无法评估该时
期人类活动对自然植被的影响。从植硅体的相关研究，可推测上山文化稻作农业的发展
和扩散集中于浙中地区[34, 36]。近期有研究显示，杭嘉湖平原腹地万年前就已存在古人类
活动迹象，可能指示了河谷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37]。但总体而言，在全新世早期，社会
生产水平较弱，稻作农业尚在萌芽阶段，史前人类在此阶段对森林的破坏程度较低。

至跨湖桥文化（8.2—7.5 cal ka BP），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扩散，自然植被受到的
干扰程度较上山文化阶段更强。对跨湖桥文化的研究表明[38]，狩猎采集是跨湖桥文化的
主要经济模式，先民砍伐周围的森林植被，移植和栽种低矮的灌木来获取浆果作为食
物。湘湖钻孔显示，松属、栎属、锥属、枫香等亚热带常见木本植物花粉在此阶段较为
丰富，草本植物以香蒲属和禾本科为主[39]；湘湖2钻孔和白马湖钻孔则显示，地带性植被
为亚热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遗址周围广布湿地、沼泽[20]。关于稻作农业模式，
早期研究[13]认为跨湖桥时期存在刀耕火种的稻作农业模式，7.85—7.4 cal ka BP间，指示
人类活动的禾本科以及碳屑在白马湖、湘湖2钻孔达到峰值，主要乔木植物中松属与栎
属含量大幅降低。在本文结果中，遗址以及周边点的孢粉ROC变化幅度在此阶段迅速增
加（图2），说明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干扰进一步加剧。同时，重建的生物群区化结果则显
示，森林群落与灌丛群落的相互转变较为频繁（图5b），也符合前人的研究结果[40]。

河姆渡至良渚文化时期的施岙古稻田、良渚古城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表明，稻作
农业已成为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生业模式，良渚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已进入古国文明
时期，对土地利用的需求大幅提升，同时人类活动对自然植被的影响也是空前的[41]。对
河姆渡文化的研究认为[19]，先民在 6.0 cal ka BP前以狩猎采集为生，对原生植被的影响
有限，但在6.0 cal ka BP之后，稻作农业成为河姆渡先民的主要经济模式，人类活动对
植被的干扰程度日益增加。在此背景下，人类活动对周边的自然环境的改造，导致遗址
孢粉记录中木本植物花粉含量逐渐降低，以常绿栎为代表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面积进一
步缩减，而禾本科花粉以及伴生杂草类花粉含量增加，指示了农田以及草地面积逐渐
上升。

在生物群区重建结果中，APDE（已归并至CG）是除森林群落外出现最多的生物群
区类型，其多出现在遗址点孢粉记录中，与高百分含量的禾本科、蒿属、黎科植物花粉
相对应。据现代花粉研究，< 35 µm的禾本科花粉主要来源是伴人杂草类植物，而> 35
µm则被认为是栽培类物种，即稻的花粉。藜科异常升高在沿海地区可看作是海侵事件的
标志[42]，蒿属则多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43]。本文选取6条花粉记录，将APDE在花粉记
录中的百分比与禾本科、藜科和蒿属进行比较（图6）。结果表明APDE的得分百分比趋
势与禾本科花粉含量变化有较大的一致性，在部分阶段受藜科花粉的影响，但与蒿属的
含量并没有直接联系。由此说明，APDE得分主要受禾本科花粉含量的控制，即遗址和
周边的自然景观在全新世中后期由封闭的森林群落转向开放的草地，主要是人类发展水
稻农业所致。此阶段，农田开垦导致的森林植被向草地植被的转变是直接而快速的，这

与本文结果中RoC变化以及生物群区转变结果一致（图2、图3）。遗址点的植被景观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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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从封闭森林转变成了开放的草地，即使在史前人类文明阶段性的衰退期，遗址地区的

景观也没有完全恢复至森林群落，说明局地植被变化趋势由于人类稻作农业行为而被永

久改变。

良渚文明之后，浙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逐渐由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

的完整文化谱系，过渡到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早期[44]。浙江地区的青铜时代，一般认为

是中原夏、商、周奴隶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起）至越过兴灭阶段[45]。钱山漾和广富林

文化遗存主要为陶器为主，而马桥文化则已兼具新石器时代特征和青铜时代特征[46]。青

铜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同时对自然植被的影响程度也进一步加

强。以杭州市茅山遗址为例[47]，4.0—3.0 cal ka BP期间，松属花粉快速增加，同时常绿

栎属花粉则迅速减少，落叶乔木组分增加，蒿属、黎科植物花粉增加；对田螺山遗址区

的TLS1402钻孔进行的孢粉分析，木本植物花粉含量迅速降低，中生草本花粉含量增

加，其中以松属花粉和禾本科（大禾）增加趋势最为明显[48]。可见，良渚文化之后，人

类活动对自然植被的影响并未随之减弱，这也与本文结果相一致，即4.0—3.0 cal ka BP

期间遗址RoC依然保持在高值区甚至达到全新世最大值（图2a）。3.0 cal ka BP以来，随

注：APDE得分=(APDE分数/生物群区总分)×100%；孢粉含量的数据尺度进行了 lg转换；

Liangzhu和LZ1501为周边点，其余为遗址点。

图6 APDE得分百分比与禾本科、藜科和蒿属含量的比较
Fig. 6 Comparison of APDE with contents of Poaceae, Chenopodiaceae and Artemisia

1164



5期 王皓言 等：长期人类活动对浙江全新世植被的影响

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对遗址周

边植被的影响加剧。至越国晚期，浙江地区的人口、种植业均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可以

支持越国开展数万人的军事行动，而此时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也开始由河谷地带向山

地扩散。此时的人类活动包括毁林开荒从而满足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压力、对森林的管

理以获取足够的生产资料等[49]，均会导致原生森林植被的破坏，是浙江生物群区在晚全

新世由森林向灌丛、草地转变的主要原因（图5k、5l）。

4.2 人类活动加速了浙江全新世区域植被的变化

宏观来讲，植被成分、结构和功能受到气候配置的制约和影响，植被与气候间处于

动态平衡关系[50]。演变是植被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干扰是引起植被演变的主要驱动

力，包含了自然和人为因子[51-52]。全新世期间浙江植被变化的自然干扰应该是长期气候变

化趋势、气候事件以及海面波动。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转变阶段，地球气候经历了剧

变，引起了植被的快速变化[2]，全新世气候环境条件总体趋于稳定，个别气候事件如8.2

ka冷事件、4.2 ka事件的季风变率增加等，均可能对植被变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8]。浙江

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同样存在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表现为新石器文化的连续发展以及古

文明的消亡、更替。长期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导致了植被景观的破碎化，甚至破坏

了植物群落的正常演替趋势（见讨论 4.1），原始的封闭森林向着开放的植被转变[53]。但

是在不同的文化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先民对土地利用的强度和模式也不同，这

与自然干扰因素一起主导了区域植被的差异变化。

气候事件下的史前人类响应与植被变化模式一直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热点[54]。自然

点RoC的变化趋势表明：自然区域的植被对短时气候事件的响应较弱，仅有HZ3钻孔和

大仰湖钻孔可能强烈响应了8.2 ka事件和4.2 ka事件（图2c）。说明在浙江地区，短时间

的气候事件并不能直接改变整个区域的植被格局，植被生态系统趋向于保持相对稳定的

状态。然而，与自然地区表现不同的是，遗址点的RoC多次响应了全新世气候事件和海

侵事件（图 2a）。如遗址RoC在 8.0—7.5 cal ka BP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与跨湖

桥晚期的海侵事件[13, 40]相对应。海面上升淹没了跨湖桥先民的生活用地，迫使人类向别

处迁移，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干扰减弱，RoC下降，但同时海侵事件改变了植被生存的自

然背景，遭受人类干扰的次生植被又重新向着新的顶极群落演替，RoC上升。同样的响

应也发生在了6.2 ka事件和4.2 ka事件时期（图2a和图7b、7c），这佐证了全新世千年气

候振荡事件和海侵事件对杭嘉湖平原的影响。总体来讲，自然条件的长期变化，如全新

世增温/降温趋势 [55]、ENSO 发生频率、北纬 30°N 夏季太阳辐射量、大气 CO2浓度变化

等，可能对短期的RoC波动变化贡献较弱（图7）。

与自然点相比，遗址点RoC在全新世阶段发生了两次明显的趋势背离（图 7a）。在

9.0 cal ka BP左右，遗址点的RoC开始逐渐上升，而自然地区的植被变化稳定，这应该

是浙江新石器时代先民对区域植被干扰产生的最早信号，14C的概率分布在此阶段也明显

增高（图7j）。该背离模式一直持续到3 cal ka BP左右，且期间遗址点的RoC高于自然点

2~3倍（图7a），这可能代表了新石器时代先民对植被的高强度干扰，人类活动在古人生

活的范围内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影响自然植被变化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样的，周边点处于

低海拔地区，可能受到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以及人类活动的间接干扰。虽然，周边点的

RoC值不及遗址点，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变化（图7a），说明在新石器文化繁荣期人类

活动同样对低海拔遗址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新石器先民多依水而居[64]，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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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点孢粉记录在某些时段反映的可能是河流上游的区域植被变化，RoC结果可能仍然低

估了全新世人类活动对局部植被的干扰程度。

第二次背离出现在3.0 cal ka BP左右，表现为周边点和自然点的RoC迅速增加，而

遗址点下降。此时期，文化遗址由于各式各样的问题被废弃（图7j），先民向周边和自然

地区迁徙，浙西南山区的植被变化加速可能是好川文化等对山地区域的深入开发，说明

此时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的影响强度和范围均达到全新世最大值。随着古越国建立以及

后续秦王朝的统一，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社会生产力进步、人口迅速增加（图 7i、

7j），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人类活动对自然植被的影响开始由遗址点向周

边迅速扩散，山地偏远地区自然植被也受到了明显干扰，表现为自然点2.0 cal ka BP至

注：数据来源：图a本文、图b文献[56]、图c文献[57]、图d文献[58]、图e文献[59]、图 f文献[60]、图g文献[61]、

图h文献[62]、图 i文献[63]、图 j文献[36]。

图7 植被变化速率与气候变化和人口数量的对比
Fig. 7 Comparisons among rates of vegetation change,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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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孢粉记录中普遍存在的人类活动指示种，且RoC明显大于全新世初期。从全新世整

体来看，人类活动加速了区域植被变化。

与Mottl等[8]的全球植被RoC结果相比，浙江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的干扰

明显更早，在个别点上也明显早于使用REVEALS模型揭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类活动

对自然景观的影响[10]。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结果展示了浙江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对区域

植被影响的时空格局，即由遗址向周边扩散的过程和时间。

4.3 浙江全新世植被变化对现代植被保护的启示

有研究表明，仰韶文化自全新世中期以来人地关系演变的主导因素整体呈现由自然

因素向人为因素偏移[65]。本文结果也显示了相似的变化趋势，浙江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

导致的土地利用及其对自然植被的干扰在全新世期间逐渐增加，近几千年来人为因素在

塑造区域植被景观的过程中日益重要，甚至可能超过了自然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在

物种层面，一方面部分物种如栎属[19]和果树[66]等，更倾向得到保护甚至选择性培育[38]；另

一方面，由于人为毁林、农田管理为草本植物生长提供了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类

活动干扰，如火的使用、选择性砍伐等，可能导致物种竞争关系发生了变化，造成部分

种属种群逐渐缩小，甚至达到濒危边缘，如百杉祖冷杉等。因此，长期来看，现代植物

物种组成是长期人类活动干扰下的结果，保护和恢复某些植物类群，有必要将人类活动

的干扰及影响历史纳入考虑范畴。

在生态系统层面，全新世人类活动加速区域植被变化的同时，也改变了植被生态系

统的弹性。新石器时代先民对土地利用的模式可大体分为狩猎采集和种植水稻两类[15]，

且水平不一的强度导致不同阶段植被承受的压力不同。在此，本文将森林—灌丛—草地

的转变称为间接转变，森林—草地的转变称为直接转变。生物群区转变的结果（图 3a）

表明直接转变发生的次数远大于间接转变，且随着文化的更替，直接转变的频率也明显

增加（图5b、5e和5h）。此外，图4显示遗址点生物群区的停留时间显著短于周边和自然

点，这说明全新世期间频繁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局地植被的稳定性，人类活动的静止期短

于群落自我恢复所需要的时间，生物群区重新转变至潜在植被面貌的能力减弱，甚至无

法复原，对应着生态系统弹性的损失。值得指出的是，多样化的生物群区可能增加了生

态系统的荷载能力，且复杂的农业景观往往拥有更高的生物多样性[67]。RoC的结果具体

表明了在 6.3—5.8 cal ka BP期间，遗址点的RoC最高（图 7a），人类活动干扰最强，这

是因为在河姆渡先民在稻作农业的初期阶段，为开拓农田而大规模砍伐森林、开垦田

地，当稻作农业发展成熟后，稻田—森林景观的生态系统趋于稳定，且有人类的田间管

理介入，该时期的生态系统形成新的稳态。但是，由于古人对自然灾害的影响抵御能力

较弱，加上农田肥力降低后的生存压力增加，往往倾向于迁移获取新的宜耕土地，这也

是导致遗址点生物群区稳定性和弹性降低的原因之一。

在人类活动出现之前，气候波动是植被变化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经历了剧烈的升温

或降温事件后，植被与气候之间也会逐渐达成新的平衡[68]。然而，由于全新世人类活动

的影响，浙江区域植物群落发生频繁变化（见讨论4.1），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或早已超过

了陆地植被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范围，并且当今时期的植被—气候之间并未达到新

的稳态。在浙江地区以孢粉进行的气候定量重建，至少在晚全新世阶段均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这对理解新石器—青铜时代的人地耦合关系变化仍是挑战[55]。浙江地区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植被保护和恢复问题，同样需要考虑长期的人类干扰历史以

及植被变化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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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利用40条孢粉记录量化植被的变化速率和定量重建古植被的时空分布格局，揭示了
浙江地区全新世期间人类对植被干扰的过程，主要结论如下：

（1）浙江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区域的植被分布和变化趋势。毁林开荒和农
业种植是先民重要的生活生产方式，在持续的人类活动干扰下，遗址点的生物群区多样
性增加且变化复杂，封闭的森林群落逐渐向着开放草地转变。而从 3.0 cal ka BP开始，
自然点的植被也明显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干扰，景观逐渐开放。

（2）遗址、周边和自然点的RoC在过去 12 ka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背离过程，第一次
发生在9.0—3.0 cal ka BP，浙江在此期间经历了跨湖桥、河姆渡、良渚和马桥等多个文
化，对应的遗址RoC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自然RoC波动相对平缓，且遗址点的RoC值
高于自然点2~3倍，说明浙江新石器人类活动加速了遗址局部的植被变化。此外，周边
点的RoC值虽不及遗址点，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变化，这说明新石器人类活动同样对
低海拔的遗址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次发生在 3.0 cal ka BP，表现为周边和自
然RoC增加以及遗址RoC的减少，说明了此时人类活动对区域的植被影响强度和范围均
达到全新世最大值。从全新世整体来看，人类活动加速了区域植被变化是毋庸置疑的。

（3）浙江全新世期间，频繁的人类活动对植被造成干扰，从而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稳
定度和弹性，区域植被恢复至潜在面貌的能力减弱，甚至无法复原。但是史前人类活动
的介入，增加了生物群区的多样性，可能导致了植物群落新稳态的出现。最后，本文建
议在浙江地区以孢粉进行的气候重建，以及探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植被
保护和恢复问题时，必须考虑长期的人类干扰历史以及植被变化历史格局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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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impacts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
on Holocene vegetation in Zhejiang, China

WANG Haoyan, YANG Yang, ZHOU Borui, LI Kai, LIAO Mengna, NI Ji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Holocene, human activities gradually intensified,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interference and alteration of natural vegetation.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s driving vegetation changes in some regions.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illustrated that continuous Neolithic culture developed in Zhejiang during Holocen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is region remains
unclear. Here, we collected 40 pollen records in Zhejiang and classified them into three groups,
i.e., archaeological sites, peripheral sites and natural sites. After standardizing the chronology
and taxonomy of those pollen data, we calculated the rate and pattern of vegetation changes
(RoCs) by the R-Ratepol package and Biomis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oC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archaeological sites, with high variabilities during 9000- 3000 cal a BP. The
values of RoCs at peripheral site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but showed a
dramatic increase after 3000 cal a BP. The RoCs at natural sites were the lowest and relatively
stable before 2000 cal a BP; after 2000 cal a BP, it accelerated and outstripped that of
archaeological and peripheral sites. The increased RoCs at both the peripheral and natural sites
manifested that the spatial range of human impact on vegetation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te Holocene. The vegetation change rates exerted by Neolithic human activities might be 2-3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under the natural state.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certain deviation
between the human-related and natural vegetation changes. The deforest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Neolithic ancestors le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landscape. The residence time of
biomes at archaeological sit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atural and peripheral sites.
To sum up, long-term human activities in Zhejiang accelerated the regional vegetation changes
and reduced the stability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n pollen- based vegetation and climate
reconstructions, and also in the practice of vegetation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long-term human activities must be considered.
Keywords: vegetation change; human activities; Zhejiang; Holocene; p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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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表 本文采用的孢粉样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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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剖面

陆地钻孔

陆地钻孔

泥炭剖面

14C测年
数量

11

6

4

8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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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6

10

2

4

5

5

7

3+4OS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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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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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6

5

4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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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5

4O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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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间跨度
(cal ka BP)

6.6—8.9

3.9—8.6

3.7—6.7

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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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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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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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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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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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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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桥

河姆渡

河姆渡、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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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

河姆渡

河姆渡

河姆渡

河姆渡

河姆渡

河姆渡、良渚

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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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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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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